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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赣东北的葛仙公信仰起源于六朝江南葛氏道的神仙崇拜。宋元时期，因江西灵宝道派贵盛，葛仙公信
仰传至铅山葛仙山等处，具有治病布雨等功能。明初，葛仙公被列入广信府祀典，葛仙公信仰得以存续。明中

叶，因地方官和士绅阶层的推崇，葛仙公护佑一方的形象被强化，成为地方官定期祭祀的铅山福主。清前期，

赣东北迁入大量外地流移，葛仙公信仰是地方官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清中叶，官府退出了葛仙山的

祭祀活动，葛仙公信仰日趋民间化，各地信众自行进香，形成了规模浩大的 “开山门”活动，俨然是一种既符

合国家意识形态又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形式。这表明，宋元以来赣东北葛仙公信仰的演变，是市场需求、“传

统的发明”和国家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是单向的 “标准化”或 “正统化”，可谓之 “化内”地区大众宗

教传播的 “生态位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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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众宗教，亦称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

和地域支配关系的有效途径，更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① 数十年来，大众宗教一直是海内外社会文化史

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尤为关注大众宗教与王朝制度、儒家文化、地域认同、社会秩序等诸多因素的互动关

系②，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解释模式：一是美国人类学家华琛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提出的 “标准化”模式，即从

王朝国家的角度考察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神癨信仰及其传播过程，认为国家倡导的是象征和结构，而非具体

的内容和信仰，故容许不同社群表达自身的差异性③；二是科大卫 （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刘志伟倡导的 “正统化”

模式，即从地域社会的角度考察明清华南各色人群利用师承传统、文字传播、国家制度等因素，创造不同形

式的正统性标签来表达国家认同，大众宗教便是正统性标签之一。④ 由于各地历史进程迥异，一些地方神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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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塑造其实是不同文化传统 “合成”或不同时期正统性标签 “层累”的结果。① 不过，上述研究多以华南

地区为研究对象，考察各自 “从化外到化内”过程中的文化建构问题②，对开化较早的江西地区而言，相关

解释模式略显不适。

唐宋以来，江西文化繁荣，道教广泛传播，各地大众宗教纷繁复杂。韩明士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ｙｍｅｓ）以宋元抚
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与道教天心派为研究对象，提出江西民众的神癨信仰有 “官僚模式”和 “个人模式”两

种范式，前者指道士处理神癨系统的信仰方式，后者指道士处理个人和民众神癨信仰的方式，认为地方神癨

的形象塑造是朝廷赐封、道教体系和地方精英互动的结果。③ 长年从事许真君信仰研究的李平亮认为，号称

“江西福主”的许真君是道教净明宗祖师，两宋间因净明宗得到朝廷认可，许真君信仰广泛传播；元代以后，

经地方官和乡绅的不断塑造，许真君形象逐渐儒家化，明中后期已然成为 “儒仙”，并出现了地方化的趋势，

被乡村社会用来整合地方秩序和控制经济资源，呈现了许真君信仰建构与实践的历程及其多元统一的特征。④

其实，许真君仅是江西众多的地方神癨之一，南昌之外的地方各有福主，仅鄱阳湖周边就有多个具有 “正

统”身份的神癨信仰⑤，江西东北的信江中上游地区 （下文简称赣东北）则以葛仙公信仰最盛，故而对江西

各地大众宗教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应予以更加细致的考察。在有关近年中国乡村宗教活动 “复兴”问题

的讨论中，梁永佳归纳出 “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市场需求”等分析模式⑥，若暂不深究大众宗教的

宗教性问题，而将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利用上述三种要素分析大众宗教的较长时段演变，或可借此管窥

“化内”地区大众宗教的传播模式。

历史上，赣东北长期隶属同一个行政区，唐宋元属信州 （路），明清属广信府，北宋间信州的行政区划

趋于稳定，共辖上饶、玉山、永丰、铅山、弋阳、贵溪六县，明嘉靖间在弋阳、上饶、铅山间添置兴安县

（今横峰），清雍正间永丰更名广丰。不过，宋元时期信州隶属江南东道，明初为 “行盐”方便才改隶江西

省⑦，以致赣东北的社会文化进程与江西其他地区并不同步。明万历间旅行家王士性称，江西流移遍及全国，

“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然 “所不外游而安家食、俗淳朴而易治者，独广信耳”。⑧ 明代赣东北

少有奔走四方的竟食之民，明清鼎革间几经兵燹，清代则是人口的迁入之区。经数百年融合，赣东北出现了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形式———葛仙公信仰。本文拟以葛仙公信仰为中心，通过梳理地方文献，辅以实地

调查，将葛仙公信仰置于宋元以降赣东北的社会文化史进程中考察，探索 “化内”地区社会文化形成的历史

机制。

二、灵宝祖师：葛仙公信仰的道教基础

一般认为，铅山县葛仙山的葛仙公是指东汉末年的丹阳道士葛玄，他是江南葛氏道的创始人，葛洪称其

为 “余从祖仙公”，又称 “太极左仙公”“太极仙翁”，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葛洪在 《抱朴子内篇》的 《金

丹》《释滞》《地真》诸篇论及葛玄⑨，又在 《神仙传》中撰有 《葛玄》一篇近五百言，叙述葛仙公自丹阳出

生至学道飞升的全过程：葛仙公自幼有志于道，于天台山师从左慈，“受 《九丹金液仙经》”，因 “勤奉斋

科”，感动仙真，太上老君和太极真人先后 “降于天台山”，向其传授灵宝经书和各种斋法，“尤长于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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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劾鬼魅之术”，后尸解飞升。① 在葛洪笔下，葛仙公原是一位擅长炼丹治病，具有行气、分身等法术的道

士，后传经得道，成为尸解飞升的仙真，是为后世葛仙公信仰发展的基础。

东晋以后，随着灵宝道书的涌现和仙传的流传，葛仙公信仰逐步扩展。② 刘宋时，道士陆修静，“祖述三

张，弘衍二葛”，整理出 ３６卷 《灵宝经》。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称，陆氏整理的灵宝经书可分为两类：一是葛氏

道道士编撰的元始系经书，又称灵宝旧经；二是天师道教徒托葛仙公造作的经书，又称灵宝新经。③ 新旧灵宝

经共同确立了葛仙公在江南道教中的教主地位。不过，陶弘景对此耿耿于怀，认为葛仙公不过是 “吴时下演

灵宝，下为地仙”，故将之安排在 《真灵位业图》的第三中位之左位的第十六位。④ 这其实是上清道士对葛仙

公刻意打压和批判的结果。⑤ 隋唐时期，江南葛氏道、上清派等相继失传，天师道贵盛并一统天下道教，然 “元

始传于太上，徐真授于葛仙，师资相袭，长为教主，譬彼传灯，明明不绝”⑥，葛仙公的教主地位似不可撼动。

宋元时期，道教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各地教派不断 “发明”自己的传统。江西境内道派林立，肇兴于

唐末五代的灵宝道派脱颖而出，它以葛仙公为祖师，阁皂山为祖庭，与茅山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齐名。得

益于灵宝道派的贵盛，葛仙公于南宋相继被赐封尊号 “冲应真人”和 “冲应孚佑真君”。⑦ 同时，大量新造经

书被冠以 “灵宝”之名，亦多托名葛仙公编撰或作序。如南宋道书 《上清灵宝大法》、元代道书 《道德真经

集义大旨》托名葛仙公作序，《太极祭炼内法》则托名葛仙公创作。《太极祭炼内法》言及葛仙公时称：“太

极仙翁得灵宝之道于玄古三师，由是有祭鬼之科、炼度之法行于世。所谓一盂之饭，可以饱万鬼；一道之符，

可以度万魂。其用简，其旨深，其济博，其功大。”⑧ 葛仙公的教主身份得到升华，成为超度亡灵、造福民众

的仙真。此外，仙传也是中古时期葛仙公信仰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唐前志怪小说中，有 《葛仙公 （翁）别

传》《太极左仙公葛君内传》《太极左仙公神仙本起内传》等文曾记录葛仙公的灵验故事。遗憾的是，三者均

已佚失，仅 《葛仙公别传》有若干片段保存于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宋代类书中。⑨ 宋元仙传存世者

良多，赵道一的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有 《葛仙公》一卷，谭嗣先则撰有 《太极葛仙公传》一卷。比照之

下，二者主体内容基本一致，即葛仙公神迹的主线叙事实为 《神仙传》内容的具体化。瑏瑠 不同的是，《太极葛

仙公传》收集了各地名山洞府的葛仙公传说，其中一则源自荆门紫盖山 （今湖北宜昌市当阳县）：“初，仙公

尝于荆门紫盖山修炼，值天寒，衣服蓝缕，跣足而行。时有屈氏二女见之，怜其忍冷，夜作双履，次日往献。

暨至，则仙公已去，所炼丹炉灰尚温，二女拨灰得丹一粒，分服之，自是即不饥，后俱隐去，时人以为得

仙。”瑏瑡 可见，已有一些葛仙公的传说成为地方文化的来源。这表明，宋元时期葛仙公信仰得到大范围的传

播，并开始出现地方化的迹象，这是葛仙公信仰进入赣东北的历史背景。

唐宋时期，赣东北宗教势力活跃，佛教寺院遍地，张天师携天师道南迁寓居信州龙虎山，并逐渐得到朝

廷的重视，为宋室所大力扶持。瑏瑢 灵宝道派在赣东北也有不少据点，上饶的灵山、弋阳的捣药山、铅山的鹅湖

山等名胜均有葛仙公的仙迹。据 《太平寰宇记》记载，灵鹫山 （即灵山），“盘亘十余里，绝顶有葛仙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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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石臼、石砚、石几在焉”。信江北岸，又有捣药山 （今属横峰县），“葛公居此求仙”。① 铅山县治西南的

葛仙山亦是如此。

葛仙山，原名云岗山，位于铅山故治永平镇西七十里，信江支流桐木水 （今铅山河）中游。葛仙山是武

夷山主峰黄岗山向北延伸余脉上的一座山峰，其支分九脉，最高处海拔近 １１００米。嘉靖 《铅山县志》和嘉靖

《广信府志》均收有元末明初人陈衡撰写的 《葛仙祠记》，县志将其附在 “太极观”项下，府志则附在 “葛仙

祠”项下，是目前所见有关葛仙山最早的记录。对照之下，二者内容基本一致，唯府志文末附有一通旧碑的

碑文。据 《葛仙祠记》载：

永平之西乡，有山曰葛仙。自趾而升，旦及日中，始得其巅，地形如堂。隍隍之中，有栋宇隆然，则葛仙

翁祠也……仙翁，琅琊人，字孝先，与汉更始将军同名……于是，奉太常天真、木公金母之教，修黄庭内景之

法。寄情云壑，积功丹鼎。或曰：自其高祖来居丹阳之句容，故上饶灵鹫山、葛溪托花台，皆仙坛所在，得非

广信之景，笙鹤遗韵，独为多欤？②

上述引文的含义有三：一是形制恢宏的葛仙祠位于葛仙山之巅，从山脚爬上山顶，需耗时半天，这与今

日登山情况相近；二是葛仙公的身世，葛仙公出身贵族，一心向道，擅长炼丹治病；三是赣东北葛仙公的仙

迹良多，葛仙公信仰已为民众熟识。这表明，元代赣东北的葛仙公信仰与宋元时期南方各地一样，是灵宝道

派广泛传播的结果。府志附录的旧碑文交代了葛仙山开发和太极观创建的过程。该碑文曰：

有右饮地，辟于宋绍兴甲子，经营于淳熙丁酉，祠成于嘉熙辛丑。其营建，士则杨子先、王应韶，道士则

刘悟真、游道真也。又百余年，皇元混一，悉构更新，凡植若干楹，一庙三室，作于某年，其人则某人也。③

引文提及，葛仙山开辟于南宋绍兴十四年 （甲子，１１４４），至淳熙四年 （丁酉，１１７７）已有道士在此居
住修行，葛仙翁祠建成于 “嘉熙辛丑”年，倡建者包括地方士人杨子先、王应韶和道士刘悟真、游道真等。

查阅南宋年表，以 “嘉熙”为年号者共四年，未有辛丑年；然嘉熙后的淳元年为辛丑年，且嘉熙和淳均

为宋理宗赵昀在位时期的年号。故笔者推断，此 “嘉熙辛丑”应是淳元年 （１２４１）。不过，万历末年撰成
的 《铅书》在 《祠》篇中对太极观的记载尚有差异：“葛仙祠，宋元七年 （１０９２），乡人立祠祀之；元至正
间，增建太极观，中造仙翁像。”④ 《铅书》将葛仙祠的创建时间推前至北宋后期，而增建太极观、塑葛仙公

像则是在元末至正年间，与旧碑中 “又百余年，皇元混一，悉构更新”等语照应。综上两说推测，葛仙山的

开发始于两宋之际，南宋至元代葛仙公信仰稳步发展。

至陈衡撰写祠记时，葛仙山上已出现了不少奇异景观：“兹山之胜，巨鳌耸体，与乾象为邻。雾雨交集，

浑然太极，阴闻 （?）阳明，一目千里。道左有上马石坠，试剑石分裂峭壁；上有仙井，蛟蟠凤蓄，尘

〔坠〕芥抵，郁怒奋号。病饮则愈，旱祷则霖。有求之类，洗心洁服，奔走亟拜，霓裳羽帔，托于斯宇。”⑤

葛仙山上风景宜人，视野开阔，有上马石、试剑石、仙井等景观。这些景观在民间传说中有一定的解释。相

传，云岗山曾盘踞九条乌龙，它们法力高强，时常兴风作乱。当地一位道人目睹九龙残害生灵，遂前往武夷

山请葛仙公来为民除害。葛仙公闻之，便铸造七星宝剑。宝剑炼成后，葛仙公化作樵夫，只身来到云岗山，

望见山巅之下九条山脉，宛若九条巨龙。走近一看，竟是九个彪形大汉，并扬言要吃掉葛仙公。葛仙公欲智

取九龙，先在巨石上踩下一个巨大足印 （即仙人足印），再拿七星宝剑劈开一块岩石 （即试剑石），欲与九龙

决斗。九龙见状，自知不是对手，齐跪求饶，并发誓弃恶从善，听从葛仙公使唤。自此以后，葛仙公便命它

们为巡山太保，负责守护方圆百里山区，旱时传云布雨，灾则广施医药，驱瘟祛病。⑥ 为适应地方社会，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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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铅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仙山寺观管理委员会编：《葛仙山民间故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４ ４８页。



大众宗教与地方文化的形成

道士和地方绅士强化了葛仙公神格中施药治病的能力，“发明”了驱云布雨的功能。是时，有不少信众盛装

来葛仙山进香，说明元代葛仙公信仰在铅山一带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由上可知，赣东北葛仙公信仰起源于六朝葛氏道的神仙崇拜。两宋时期，江西灵宝道派兴起，追认葛氏

道的造经者葛玄为创教祖师，葛仙公信仰遂随灵宝道派发展而传播。在道士群体的主导下，葛仙公信仰传入

铅山等处，并结合地方需求，“发明”了施药治病、驱云布雨等神格，是为赣东北文化形成的道教基础。

三、铅山福主：明代葛仙公信仰的地方化

明初，明廷严格限制地方官和民间祭祀神癨的活动。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朱元璋下旨，“命中书省下郡县
访求应祀神癨。名山大川、圣地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有

司岁时致祭”。① 未经朝廷认可的神癨，则属于 “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令有司毋得致祭”②，严禁

民间祭祀。此后，虽有些补救措施，让一些在地方社会具有保佑功能或拥有广泛信众的制度性宗教神癨信仰，

也进入地方祀典，是为地方公祭体系的中间层级。③ 不过，宋元时期各地的神癨多数未能进入祀典。同时，明

廷实施抑制宗教的政策，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周知册》等方法对全国僧道进行管制，限制佛道二教场所的

规模和宗教活动。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朝廷规定：“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
领其事。”④ 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的宗教活动陷入低谷，江西道教各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龙虎山张天师

的教主地位大大下降，天师府道士张正常被褫夺了 “正一教主天师”的称号⑤，曾与正一派齐名的灵宝道派

则迅速衰败。永乐年间，解缙登览阁皂山时，感慨 “阁皂云兼野水流，漫传先圣昔曾游。岂知汉晋遗风远，

只有宋元文字留”⑥，宋元的盛况已然不存；宣德八年 （１４３３），阁皂山遭遇大火，大量宫观被焚毁；至嘉靖
间，“积负虚税，黄冠星散，仅存一二人”。⑦ 灵宝祖庭如此，其他各处名山洞府的葛仙公仙迹多成为 “往

事”，赣东北的葛仙公信仰唯有铅山县得到存续。

赣东北靠近南京，朝廷的宗教政策得到较为严格地执行，各类神祠多废弃不存。如宋元时期铅山县有道

观十余座，明前期仅葛仙祠尚有宗教活动。⑧ 各州县的祀典神祠数量极少，铅山祀典神祠仅有城隍庙、社稷

坛、风云雷电山川坛、历坛、旗纛庙、四贤祠 （供奉鹅湖之会的四位大儒）、韩侍郎祠等数座，未见有关葛仙

祠和葛仙公的记载。不过，葛仙祠出现于广信府的祀典之列。据嘉靖 《广信府志》载，除了朝廷规定需供奉

的山川、乡贤、名宦诸祠，广信府的祀典神祠共有 １４座，分别是上饶县的江元帅庙、石人庙，弋阳县的赭亭
庙，玉山县的东岳行祠、昭烈庙、夏太保庙、茅司徒庙、灵济庙，贵溪县的威显庙、鸣山庙、叶真君祠，铅

山县的平水庙、鹅湖府君庙、葛仙祠。其中，东岳行祠是东岳庙的分庙，其余均属 “惠爱在民”者，鸣山庙、

石人庙、灵济庙、鹅湖府君庙等在宋元时期供奉贵溪、上饶、玉山、铅山诸县镇山的山神，赭亭庙、茅司徒

庙、威显庙供奉的是各县历史上有功德的官员，江元帅庙、夏太保庙、叶真君祠、平水庙、灵济庙供奉的则

是能 “驱云布雨”的神癨。⑨ 这些祠庙中的主祭神多在宋代已获得朝廷赐封，鸣山大帝、江元帅、石人庙的

李真君等信仰则延续至今。葛仙公为何能入选广信府祀典，嘉靖 《广信府志》未作具体说明，仅论及葛仙公

的生平事迹和葛仙祠的创建过程。如前所述，宋元间葛仙公的主要神格有 “旱祷则霖”一项，与入选祀典所

需 “驱云布雨”的性质一致，具备 “惠爱在民”的属性，而且葛仙公信仰在当地有广泛的信众基础，府衙的

官员顺应民意将葛仙公列入祀典，既符合朝廷的政策，也合乎地方社会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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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 ３５ “洪武元年九月丙子条”，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１９６２年，第 ６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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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铅山葛仙祠被列入广信府祀典，使葛仙公信仰得到延续，然葛仙公信仰实现复兴则另有缘由。明中

叶，朝廷对民间宗教活动的管控日渐松弛，葛仙公信仰开始焕发生机。据万历 《铅书》“鬼神篇”记载：

葛仙祠，在铅山县南西七十里葛仙山……至国朝为县之镇山，岁以六月朔日祀龙王，县令亲至，祈祷则

雨，率以为常。成化五年，按察使赵公?按信，晋谒祠下，有异应。因图于郡守王翰、千户孙鹏，构飞升亭于

山椒，以昭灵贶。大学士夏言出藏金若干，铸仙翁像以崇奉祀。至隆庆间，益昭灵应。①

上述引文言及两个内容，一是地方官每年至葛仙山举行祭祀活动，二是助推葛仙公信仰复兴的重要事件。

明中叶葛仙山的祭祀活动是指每年六月初一铅山知县前往葛仙山祭祀葛仙山龙王，祈祷风调雨顺。对此，万

历 《铅书》“群神篇”亦有记载：“昔宋城在鹅湖之西，故以鹅湖山为府君，立庙，岁时祈祷之，克应。今我

朝城在葛仙山之北，葛仙山是为我铅城府君，故岁以六月朔日，县长必躬祷于葛山龙王云。”② 宋代铅山县城

在桐木水之北、鹅湖山之西，故以鹅湖山为镇山，鹅湖山神为县城府君；明代铅山县衙设于铅山守御所的所

城，位于桐木水之南、葛仙山之北，故以葛仙山为镇山，葛山龙王遂成为铅山的府君。

不过，铅山县官员祭祀镇山和葛山龙王的行为实不符合明代礼制。据万历 《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

年 （１３９３）朝廷制定地方有司祭祀山川风云雷雨诸神癨之礼，“凡各布政司府州县春秋仲月上旬择日同坛祭，
设三神位，风云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若府州县，则称某府、某州、某县境内山川之神”。③ 即州

县官员每年五月、十一月上旬前往城隍庙的风云雷雨山川坛祭祀山川之神。此后，明廷未曾更改有司祭祀山

川之礼，亦未有重定地方镇山和镇山神之举。铅山县的风雨雷云山川坛始建于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位于 “县治

南二里”④，地方志祀典亦未见镇山神的记载。也就是说，铅山县官员将葛仙山认定为镇山并祭祀葛山龙王

的行为，应是遵循当地的文化传统，而非依照明代的国家礼制。地方官祭祀葛山龙王的目的是祈雨，这恰

是葛仙公 “护佑地方”的核心功能之一。葛山龙王在葛仙公来此修行时已被 “收服”（如前所述），是葛

仙公麾下负责行云布雨的功能神。由此可见，地方官明面上的祭祀对象是葛山龙王，实际的祭祀对象是向

龙王发号施令的葛仙公。

前述引文的另一项内容，记述的是两位知名人士登葛仙山的故事：一是成化间按察使赵?曾往拜谒并邀

地方官筹资修建飞升亭；二是嘉靖间同郡贵溪县大学士夏言登葛仙山，后出资重铸葛仙公像。正是基于知县

的常年表率、按察使赵?和内阁首辅夏言的认可，隆庆间葛仙公信仰遂复兴起来。比对其他文献的记载，还

能探知更多赵?、夏言等人的事迹。嘉靖 《广信府志》和 《铅书》均收入有赵?撰写的 《飞升台记》，文中

先描绘 “铅山第一胜境”葛仙山的美景，再考据葛仙公得道成仙的身世，故 “躬往谒之”，“归与郡守王翰及

守御千户孙鹏图之，构一亭，其所匾曰 ‘飞升’；下立一石门，题曰 ‘飞升台’”。⑤ 文末，署时 “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六月望日立”。赵? （１４２８—？，字叔成），常州武进人，景泰间 “拜监察御史”，成化初年巡按湖广、

河南等地，“及按江西，限满将代，会江西大旱，户部请敕?赈济，奏免逋粮二百六十余万，贷盐钞二载，免

漕运一年，升江西按察使”。⑥ 据此推测，赵?在葛仙山与葛仙公 “有异应”的具体内容，可能与江西旱情得

到缓解有关。夏言是否也 “有异应”，未见记载，《铅书》亦未提及其重塑葛仙公像的缘由，仅收入了夏言所

撰二首诗词，即 《登葛仙山二首》和 《沁园春·登葛仙山飞升台作》，二者亦收入于 《夏桂洲先生文集》。⑦

故老相传，首辅费宏在京去世后，夏言扶柩送归铅山。后登览葛仙山，当晚夜宿于葛仙殿。睡梦中，夏言与

葛仙公论道，不敌，葛仙公遂戏言要其以相位相让。夏言醒后，便脱下自己的冠袍、玉带，披于葛仙公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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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万历 《铅书》之 《年表·古今制置表第四·鬼神》，《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１６７册，第 ４６３ ４６４页。
万历 《铅书》之 《志书·典礼书第七·群神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１６６册，第 ５５１ ５５２页。
万历 《明会典》卷 ９４ 《有司祀典 （下）》，《续修四库全书》第 ７９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６３３页。
嘉靖 《铅山县志》卷 ６ 《祀典》，《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４６册，第 １３４页。
嘉靖 《广信府志》卷 ４ 《古迹·飞升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４５册，第 ２６４ ２６５页。
康熙 《常州府志》卷 ２３ 《人物·赵?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４８８页。
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 ４ 《登葛仙山二首》、卷 ７ 《沁园春·登葛仙山飞升台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７４册，济南：
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３８、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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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赣东北葛仙公像均身着官服，便是夏言留下来的宰相袍。① 赵?修建飞升亭、夏言重塑葛仙公像诸事，为

葛仙公的灵验提供了有力证明，是葛仙公信仰广泛传播的重要助力。

此外，葛仙公信仰的复兴，还可能受到科举世家鹅湖费氏的影响。明中叶，鹅湖费氏一门六进士，费宏

官至内阁首辅，费肕曾任礼部尚书，对江西地方政治影响甚大，堪称江右望族。② 就铅山县来说，费氏还是地

方文化的塑造者，嘉靖 《铅山县志》、万历 《铅书》两部志书均有费氏族人参与编撰———费肕是嘉靖志的主

撰、费元禄则是 《铅书》的主撰之一。然而，二者有葛仙山、葛仙祠的记载十余处，却未提及与费氏的关系。

细读费宏的文集和费氏族谱，可发现一些微妙之处。费宏为其父费所作的行传中提及，费总理家政四十

年，喜好堪舆之术，曾四处寻觅风水宝地，迁葬祖先坟茔，“故继祖母张孺人之葬于青山、敏庵及张孺人之葬

于石垄，少参公及雪峰先生之葬于芙蓉，皆山水佳胜处”。③ 祖坟改葬后，新坟周边山场多归费氏所有，如费

宏的叔祖母叶氏葬于八都金字山，有护坟山场 “计四亩，上至山顶，下至山脚，南北俱合水为界……其山并

有柽梓树，布与周姓看守，每年交租金七十钱三百文，清明后一日交”。④ 在 《鹅湖横林费氏宗谱》的族规

中，又有如下条款：

功名显达，祖宗之光；志士奋兴，多由鼓励。葛仙山计租百金有奇，族中子侄辈有登乡榜者，准予全收五

年。中会榜、钦点者，全收十年……后世子孙，如有不肖，私行典卖，即行取还归祠。⑤

引文内容主要是费氏宗族对子侄考中举人、进士的奖赏，奖品则是葛仙山一带山场的租金，每年百两有

余，足见葛仙山周边山场实际上是费氏的族产。这一现象反映了士人阶层在塑造地方文化时的复杂心态，他

们既希望在官方文献中维持儒雅的士人形象，又能在现实中利用文化手段来实现经济利益。这为地方社会创

造费宰相与葛仙公交往的灵验故事提供了一定空间，令当地乡民津津乐道⑥，由此不仅提高了费氏经营葛仙山

山场的正当性，也验证了葛仙公的高强法力，强化了葛仙公护佑一方的形象。

由上可知，明初葛仙公可能凭借其 “驱云布雨”的功能入选广信府祀典，使得葛仙公信仰在限制宗教活

动的政策下艰难存续。随着朝廷对民间的管控日渐松弛，地方官以葛仙山为铅山县城镇山之名，“发明”了

每年六月朔日前往葛仙山祭祀葛山龙王和葛仙公的传统，加之成化间江西按察使赵?、嘉靖间大学士夏言的

推崇和铅山费氏的助力，葛仙公信仰逐步复兴，葛仙公已然化身为护佑地方的福主。诚如葛仙山道士编撰的

《太极左宫葛仙翁妙经》（简称 《葛仙经》）所言：“太上老君化身下降，生于太极左宫，作江右之福主，为铅

邑之恩仙，执掌雷霆，游行三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⑦

四、多面神癨：清代葛仙公信仰的民间化

明清鼎革，赣东北战火频仍，延续至康熙初年，“信郡七邑俱为贼据，百里之内，杀戮无数，断绝人踪，

鸡犬无闻，遭祸独惨”。⑧ 三藩之乱后，为恢复生产，地方官府着力招揽流民，开垦荒地，赣东北迎来了大规

模外地移民迁入的浪潮。⑨ 不过，流民迁入之初，官府徭役派征不均，“逃入本境认垦荒田者，每闻强黠里

保，串通胥役，乘其草舍方兴，耒耜甫修，即指称门夫，或供应援剿来往官兵，或运粮各处军营，以致力穷

仍复逃去”。瑏瑠 为妥善安置流民，地方官各显神通。康熙间铅山知县潘士瑞改革户籍、赋役制度，“凡有差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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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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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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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铅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仙山寺观管理委员会编：《葛仙山民间故事》，第 ２０ ２３页。
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９年第 ４期。
费宏撰：《费宏集》卷 １６ 《先君封翰林修撰承务郎五峰先生行实》，吴长庚、费正忠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５６０页。
费正忠修：《鹅湖横林费氏宗谱》之 《世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９２页。
费正忠修：《鹅湖横林费氏宗谱》之 《公规十条》，第 １７４页。
江西省铅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葛仙山寺观管理委员会编：《葛仙山民间故事》，第 ５ １０、１９０页。
叶荣书抄：《太极左宫葛仙翁妙经》，２０１０年，铅山葛仙山大葛仙殿藏。
康熙 《广信府志》卷 １ 《祥异》，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４０ １４１页。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
同治 《广信府志》卷 １１ 《艺文·咨询地方利弊条陈》，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 １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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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一概照粮均充，不费民间一文”①，也适时前往葛仙山祭拜龙王，祈求风调雨顺，安抚民心。他在 《告

葛仙山龙王庙文》中写道：

惟兹山之岿然兮，为县之镇；卜山腰而建庙兮，奉神以慎。感精爽之流通兮，山川并润；借神灵之赫濯

兮，妖氛荡尽。与仙翁而上下兮，惟德弗摈；愧待罪之两年兮，今始一觐。念生灵之多难兮，田荒屋烬；苦催

科之无术兮，复虞饥馑。望竗运其化机兮，雨时顺；俾百谷之丰登兮，至喜田。特抠衣以致祭兮，肥洁为

进；崇祀典而无鉩兮，鉴以诚信。②

引文显示，潘士瑞登葛仙山时已任职两年，当时铅山县 “田荒屋烬”，赋税完纳困难，故来镇山葛仙山

祷告，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将之认定为遵循国家礼制的 “崇祀典”行为。不过，该祭文虽以告龙王

文为名，然潘知县的主要倾诉对象却是 “仙翁”，表明葛仙公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远在葛山龙王之上。值得

注意的是，潘知县还在山腰建了一座小庙，并供奉了神癨，其目的应是为登山的香客提供休息之所。

康熙中叶以后，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地方上的宗教活动日趋活跃。从现有文献看，潘士瑞是县志记载中

唯一前往葛仙山祭祀的知县，说明康熙以后地方官对葛仙山的干涉减少，导致葛仙山的经营逐渐为地方社会

主导，相关的祭祀活动、进香组织、神格特征等均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

清嘉道年间，葛仙山每年六月初一的祭祀仪式由民间自行开展，形成了被称作 “开山门”的盛大活动，

参与者包括赣东北的土著人群和新迁入的移民群体。所谓 “开山门”，是指云游四方的葛仙公在六月初一返

回后，葛仙山将打开山门，葛仙公开始 “坐堂应诊”，接受信众的感谢和祷告。当地民众为了迎接葛仙公回

山，在葛仙祠中持香敬候至凌晨打开山门，再为葛仙公上香，乃至成为抢到 “头香”的有福之人。为此，不

少香客提前上山，在山上待一晚，上香后再依次 “做功德”，向葛仙公汇报上一年的状况，并许下新一年的

愿望。据同治 《铅山县志》引 “前志”记述：“每年六月初一起至十月初一止，不特本邑往仙山拜祷者，具

有香亭仪仗，箫鼓管弦，络绎道途，肃人观听。即来自数百里外，洁诚进香，亦皆如是。”③ 寥寥数语论及葛

仙山进香活动的几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了葛仙山的进香时间为六月初一至十月初一，六月初一为开山门，

十月一日则是闭山门，此间四个月是葛仙山的香汛期；二是前来葛仙山进香的信众人数众多，络绎不绝，不

仅有铅山当地民众，数百里外来者亦有不少；三是进香队伍具备仪仗，民众敲锣打鼓，盛装而来。不过，时

任铅山知县吴林光对开山门的盛况颇感不安，并作诗一首。诗云：“葛仙山头钟鼓起，葛仙山下人如蚁。仙乎

有无不可知，呆女痴儿竞趋靡。六月一日山门开，村村鼓角进香来。填街塞巷纷杂沓，人声炮声喧如雷。共

道求仙仙降福，布施百钱供一宿。千万人来千万钱，徒使奸僧饱鱼肉。年年秋尽始封山，失业伤财空逐逐。

富豪士恶争财东，白刃血溅山门红。杀人者死咸抵罪，无辜波及村为空。岂知徼福返求祸，以此问仙仙亦穷。

愿尔办香祀田祖，俾尔时和年屡丰。”④ 诗歌前四句描述的是，六月初一开山门时葛仙山人潮如蚁的热闹景

象，前来进香的香客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祭祀组织。新修 《葛仙山志》亦载：“每年从 ‘开山门’到 ‘关

山门’，漫长的 １２０天是朝山进香和旅游观光的盛期。来自闽、浙、皖三省的部分县、乡和江西上饶、铅山、
贵溪、弋阳、横峰、广丰、万年、鹰潭等地的信众，以 ‘会’的名义，结聚而来……男性衣衫整洁，女性穿

红挂绿，仿若过年赶集。每个 ‘会’人数不等，多则逾千，少有数百……每个 ‘会’队的前后高竖镶边绣龙

彩旗，上标地名、会名，有的还高举飞金描银的五彩华盖 （万年伞）。”⑤ 后七句言及，各地香客住在山上，

须向寺院布施百文铜钱，致使山上 “奸僧”获利丰厚。诗下有注释道：“寺僧累每年轮收香钱，富氏利之，

预贷僧钱，至期倍偿，名曰 ‘财东’。互相争贷争偿，竟械斗杀人，屡成京控巨案，连年莫结。”据此可知，

官府退出祭祀活动后，葛仙山由僧人负责日常经营，因香客对祈福活动不惜借贷投入巨款，易引发械斗杀人

等治安问题。葛仙山上为和尚提供修行的佛寺名作慈济寺，该寺创建于何时，未见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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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仙山上，除了葛仙祠和慈济寺，还有老君殿、观音殿、三官殿、灵官殿、地母殿、玉皇殿等诸多神

庙，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人群的信仰需求。所供奉的神癨，不仅有葛仙祠内的葛仙公及其陪祀的风、雨、雷、

电四神和四大瘟神，还有太上老君、观音菩萨、三官菩萨、灵官菩萨、文财神、药王、地母元君及天母元君

和水母元君、鬼谷仙师、五谷天君、玉皇大帝，等等。这些神癨落脚葛仙山的缘由，未见文献记载。不过，

上述神癨多有各自诞辰庆典，以致葛仙山每年的仪式活动十分频繁，比较隆重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成道、

出家纪念日，六月初一 “开山门”及八月二十的葛仙公飞升日。① 有趣的是，前述潘知县在山腰建的小庙，

后改成了 “娘庙”。相传，葛仙公在葛仙山飞升后，其母寻儿至此，葛仙公化作一位道童告知其子外出云游

未归，在此等候即可。许久后，老妇功德圆满，葛仙公遂托梦不久前登山的夏宰相，希望建庙供奉老妇。夏

宰相明白葛仙公要表达孝心，便建庙供奉葛仙公的母亲，故后世称之为娘庙。② 由此，葛仙公多了孝子的神

格，并衍生了不少灵验故事。据同治 《广信府志》记述，铅山县的徐加明非常孝顺， “母患乳痈，三年不

愈”，听说葛仙山有舍身坛可以保母平安，遂前往葛仙山投崖，“母与弟不胜悲痛，至舍身处舁尸归，母病遂

痊”。类似事迹，也发生在铅山青年叶正蕚、上饶青年郑鹤山身上，从舍身台投崖后，“所求皆应”。③ 这类
“舍身救亲”现象亦发生在泰山信仰盛行的地区④，它应与 “割股疗亲”一样，实为士大夫宣扬儒家孝文化的

意识形态塑造。⑤

葛仙山的宗教活动大大超出了葛仙公信仰的范畴，并非此处独有的现象。在赣东北地区，一庙之内供奉

多个神癨并有频繁祭祀活动的现象随处可见，移民村落尤是如此。铅山县西南的篁碧村，是通往福建光泽、

崇安二县的枢纽，清康熙至雍正间迁入了大量闽南、闽西移民，村内造纸业发达，商贩流动频繁。⑥ 据同治

《铅山县志》记载，历史上篁碧村曾有多座神庙，回龙庵 “在县西三十七都篁碧村新庵前，阖村公建”⑦，庙

后有 “新庵”，还有周仙庙，“土人建庙以祀周仙，庙限于地，规模不大”。⑧ 并解释称：“周仙者，据称姓周

名韦，江西赣州府人，生于明武宗时，殁于万历时。国朝顺治年间，来铅山之三十七都篁碧村西源清泉洞修

心养性，因示梦于土人，立庙以祀，每患疮毒及婴孩病，往祷辄应。”⑨ 据此推测，周仙应是清初赣州府移民

迁入时带来的原乡信仰。如今，篁碧村仅有村庙一座，在村东南角，名为王公庙，原作会圣庵，据说其规模

尚不及过去的四分之一，庙内主祭神为王真人 （即王公）。相传，王真人名通，为北宋间铅山永平人，曾前

往武夷山学道，后于篁碧村坐化。同治 《铅山县志》记云，铅山旧志将王公 “列于土神”，“今归入仙类”，

且 “而附以近事，特为立传”，将王真人塑造为宋代已获赐封、能够 “御灾捍患”的神仙。⑩ 不过，王公庙并

非 “王公”之庙，而是 “会圣庵”，庙内供奉有大小菩萨 ４０余尊。除王公菩萨外，还有张天师、圣母娘娘、
关帝、灵官、玉皇大帝及四大天师，以及弥勒佛、三世佛祖、十八罗汉、千手观音、送子观音等，葛仙公及

其陪祀诸神则供奉于右偏殿。庙内重要神癨同样每年有专属庆典，王公庙的祭祀活动纵贯全年。八月廿四日

是王公菩萨的诞祭，是王公庙最为重要的仪式活动，有道士、和尚来做法事，还会举行游神活动———将 ５个
儿童装扮成庙里的王公、葛仙公、观音、圣母、关帝等菩萨，坐在竹轿里，被抬着巡游全村。每年七月初一

是葛仙公的 “诞祭”，这天村民多在庙里祈福，也有人前往葛仙山进香。值得注意的是，每年 “唱王公经”

时，村内道士用来引导仪式的 《王公经》竟与葛仙山的 《葛仙经》内容几乎一致，仅将 《葛仙经》里的 “仙

公”“葛仙”等表述换成了 “王公”。不难发现，王公是篁碧村的土神信仰，经士大夫塑造，成为篁碧信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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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华光主编：《葛仙山志》，第 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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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核心；葛仙公信仰代表的是本县的文化传统，关帝、玉皇、圣母等铅山史籍鲜见的神癨，多可能是外来移

民带来的原乡文化。也就是说，篁碧村一庙多神的信仰体系，是移民村落中本地传统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结

果，葛仙山乃至赣东北地区类似的现象应亦是如此，是赣东北基层社会实现文化整合的体现。

基于一庙多神的特征，葛仙公是多数神庙共同的祭祀对象，故当地学者认为赣东北村村皆有葛仙庙。①

不过，葛仙公在不同神庙的功能并不一致，葛仙公与其他神癨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民众对葛仙公的认知亦然。

一类神庙以葛仙公为主祭神，同时供奉观音、如来诸神，此处的葛仙公是葛仙山的分身，村民每年前往葛仙

山进香是向主身 “报告”一年的情况，如铅山永平镇的葛仙殿、紫溪镇的金相寺，铅山东南的英将乡亦是如

此。英将民众称葛仙公为 “行公”，意思是不断云游的神仙，葛仙山关山门后，行公会来此施药救人、炼度

亡魂，每年香汛期间，村民则以 “隆兴会”之名，一同前往葛仙山答谢葛仙公。② 一类神庙有自己的主祭神，

如铅山十一都的女城祠，主祭神是孔八娘，庙内也供奉葛仙公和如来、观音诸神，这里的葛仙公也是葛仙山

的分身，法术要比主祭神的高强。上饶县 （今广信区）南五府山镇有圣塘庙，其主祭神是江元帅 （又称老江

公），庙里还有开山法主、李真君、观音、妈祖、玉皇大帝、葛仙公等数十尊神。据庙内管事介绍，葛仙公是

从上泸镇传来的，原是甘溪墟 （镇治所在）商人祭拜的神，像财神一样。当地人不愿意回答葛仙公和老江公

谁更灵验的问题。他们认为，葛仙公是赣东北最大的神，管辖范围最广，老江公只负责上饶县南边和广丰西

南一带，葛仙公更像是一位较之江元帅更高级的官员。也就是说，葛仙公的神格已趋于多元化和实用化，是

地方社会为满足不同信众而出现的新 “发明”。

综上所言，历经明清鼎革，赣东北迁入大量外地移民，地方官曾用葛仙公信仰安抚流民。不过，清中叶

官府退出了葛仙山的祭祀活动，葛仙公信仰发展转由基层社会主导，六月初一祭祀龙王的仪式演变为迎接葛

仙公回归的开山门活动，葛仙山的日常运行由山上的慈济寺僧人负责，并衍生出神癨繁杂的信仰体系，形成

了大量以村落为单位的进香组织，葛仙公又出现了孝子、财神、高级官员等多元面向。这表明，葛仙公信仰

为适应不同信众的具体需求和基层社会文化整合而趋于民间化。

五、结语

赣东北的葛仙公信仰起源于六朝时期江南葛氏道的神仙崇拜。宋元时期，南方地区道教普及，追认葛仙

公为创教祖师的江西灵宝道派盛极一时，推动了葛仙公信仰的传播，并落脚于信州葛仙山、灵山等处，形成

了施药治病、驱云布雨的神格特征。明初，在朝廷限制宗教发展的政策下，葛仙祠被列入广信府的祀典，葛

仙公信仰得以存续。成化前后，朝廷放松了对民间宗教活动的管控，葛仙公信仰得到江西省官员和本地士绅

的认可及当地世族的推崇，葛仙公护佑一方的形象得到强化，成为地方官定期祭祀的铅山福主。清前期，兵

燹后的赣东北迁入大量外地移民，葛仙公信仰被地方官用以安抚流民。清中叶，地方官不再参与葛仙山的祭

祀活动，葛仙公信仰发展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表现为葛仙公形象的多元化，民间祭祀组织自发进香，发展

成声势浩大的 “开山门”活动，形成了连接各村落的区域性仪式网络。至此，葛仙公信仰既是赣东北土著人

群地域认同的文化表达，也是外来移民在地化的精神象征，故而是地方社会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意味着区

域性的文化形式基本成形。

近千年赣东北葛仙公信仰的演变，实质是在王朝国家的制度框架内，不同层级的社会行动者利用这一象

征形式建构地方文化的不同方式。宋元时期，江西灵宝道派贵盛，灵宝道士 “发明”了葛仙公的创派祖师身

份，并得到朝廷两次尊号赐封，体现了灵宝道士和国家权力在宗教事务和文化治理上的有效合作；葛仙公信

仰传播至各处名山洞府后，依据各处的 “市场”需求衍生出大量的仙迹传说，丰富了葛仙公的神格，又为后

人 “发明”地方传统奠定基础。明代，葛仙公信仰的存续和复兴，既离不开地方社会对葛仙公护佑功能的需

求，也得益于地方官对朝廷政策的差异化实行。明初葛仙祠被列入广信府祀典，是广信府官员顺应民意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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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宗教与地方文化的形成

果；明中后期葛仙公成为铅山福主，是铅山县官员面对各层级对葛仙公的 “市场”需求，利用地方传统 “发

明”祭祀镇山神活动而逐渐演变的结果。清中后期，地方官虽淡出了葛仙山的祭祀活动，但康熙间铅山知县

的祭祀行为，不仅将葛仙公信仰塑造成地方文化的象征，且为地方社会自发组织的进香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

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地方社会相继 “发明”了葛仙公的孝子、财神、官员等多元形象，适应了不同社区

和不同阶层的市场需求。概言之，宋元以来赣东北葛仙公信仰的演变，是市场需求、“传统的发明”和国家权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年复一年的仪式参与，共享一套文化话语和相近的信仰体验，并获得了各自的意义。

通过葛仙公信仰演变为区域性文化现象的个案，还可管窥 “化内”地区大众宗教的传播模式。在赣东

北，宋元时期已存在多种神癨信仰，源自灵宝道派的葛仙公仅是其中之一，大众宗教的生态环境堪称复杂，

其影响因素有制度性宗教的拓展、王朝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社会的浓厚传统，等等。赣东北葛仙公信仰的

演变虽兼具 “标准化”和 “正统化”的部分特征，但与 “化外”地区不同，其重心并非聚焦于处理教化实践

中国家权力的表现方式，而是应对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竞争和文化融合。具体而言，葛仙公信仰传播中的 “标

准化”现象，即得益于地方官和社会精英的推动实现地方化，实是为适应市场需求而 “发明”传统的过程；

地方社会利用王朝制度和文化符号来建构合法性的 “正统化”现象，则是为应对国家宗教政策和意识形态而

采取的策略性措施，二者共同推动了葛仙公神格的多元化和实用化，也是葛仙公信仰在复杂的宗教生态系统

中得以存续并脱颖而出的关键。由此可见，“化内”地区大众宗教的广泛传播，并非单向的 “国家渗透”或

“地方建构”，而是一个持续竞争和多层次 “协商”的过程，最终发展为一种既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又极具地方

特色的文化形式。这一不同于 “标准化”和 “正统化”的历程，可称之为大众宗教传播的 “生态位竞争模

式”，或能为理解 “化内”之区地方文化的形成提供新的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明清闽浙赣毗邻山区造纸业的技术社会史研究”（２５ＸＺＳ００６）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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